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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建立微观企业碳排放模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响应模型，分析企业选择低碳排放生产模式的环境

规制强度门槛，考察减排技术、减排投入、“绿色”产品需求等因素的异质性对该门槛大小的影响，并选取 2000—

201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上述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减少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但影响弹性

较小，减排技术水平越低、减排投入比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越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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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等问题已经给人类和很多其他物种的生命构成威胁。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 2019 年度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即使当前《巴黎协定》下所有无条件承诺都得以兑现，到 21世纪末全球气

温仍有可能上升 3.2℃，将带来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气候影响。中国政府在 2009 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2020年单

位 GDP 碳排放强度下降 40%～45%”，2018 年中国科技部发布的《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显示

中国已提前 3年兑现该承诺。该《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仍是碳排放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减排压力。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应“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环境规制作为解决

企业生产排放负外部性的主要措施，该措施是否能对经济体系的微观单位——企业层面形成实际影响，是环境规制最终能否产

生减排作用的关键。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异质性，各地绿色产业结构、企业绿色技术水平和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等方面差异明

显，因此，对各地区微观企业产生约束作用的环境规制也应有所不同。 

环境规制如何通过企业层面发挥减排作用?地区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的异质性对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

从微观企业减排动机角度，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大小与其减排作用的关系，同时分析在企业减排技术、减排投入和“绿色”产品需

求异质性等条件下环境规制减排效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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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能否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积极作用，研究围绕“绿色悖论”展开但结论不一。Sinn[1]提出“绿色悖论”假说，认为

从减少化石燃料需求角度制定环境政策来抑制气候变暖是无效的：资源所有者的不安全产权和全球变暖的外部性扭曲了私人动

机，燃料供给价格下降引起其他碳消费者消耗更多的碳，并且预期的价格下降还会加速供给方的开采和储备，从而加速全球变

暖。一部分研究支持该假说，认为减排政策增加了能源供应量和累积排放量，该悖论甚至比 Sinn 指出的更为强烈[2,3]。另一部分

研究质疑“绿色悖论”，认为在不断提高的边际开采成本、替代性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边做边学技术存在的情况下，悖论可能不存

在[4]。另外，VanDerPloeg[5]则从化石燃料的供给弹性、是否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碳税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方面，讨论了强

“绿色悖论”、弱“绿色悖论”和“绿色悖论”不出现的情况。 

关于环境规制与中国碳排放的关系，一些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严格程度与其作用效果关系密切，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张

华和魏晓平
[6]
认为，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总量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而 Hou 等

[7]
基于环境规制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研究得到

与之近乎相反的结论；还有学者的研究得出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8]、广义“U”型双门槛效应[9,10]或负相

关关系[11]。部分研究区域异质性角度分析环境规制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Ren 等[12]发现，基于市场的法规和自愿性法规在中国东

部地区对环境效率有正向影响，命令管制性法规和市场性法规在中部地区有正效应，而在西部地区仅有命令管制性法规有效；李

巍和郝永勤[13]认为，环境规制能提升创新—环境的正向相关性，但该提升作用在创新技术最先进和最落后地区均失效；彭星等[14] 

发现，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资本水平门限。亦有研究从企业行为角度关注环境规制的影

响，多数围绕“波特假说”[15]研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能转变技术进步方向[16,17,18]；环境

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与环境规制强度[19,20]、行业规模和创新人力资源投入[21,22]以及企业的技术学习因素[23]等因素

相关；针对企业与政府博弈行为的研究从成本最小化[24,25]或利润最大化[26,27]角度考察不同政策下企业的生产运作行为或绿色技术

选择行为。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发现基于不同的碳排放表征变量，国内研究者对环境规制的碳排放影响路径及其形成原因和结论均有

不同看法；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亦多关注企业绿色技术行为选择而未与终端碳排放结果进行联系。鉴于此，本文在前期研究基础

上做出以下推进：第一，我们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企业行为角度考察环境规制强度与逐利企业低碳排放模式生产动机的关系，

以及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的异质性对该关系的影响。第二，以理论分析结论为基础构建面板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二氧化碳

影响弹性；第三，在实证模型中以交叉变量的引入和分地区弹性计算分析企业减排技术和减排投入的异质性、绿色消费市场的异

质性对环境规制—碳排放弹性的影响。 

2 环境规制与企业排放模式选择理论模型 

生产性企业的碳排放技术水平和减排投入存在差异，同时亦面临不同的绿色产品市场环境，因此在遵循成本变化和利润驱

动下，企业生产排放模式对环境规制的反应会有所不同，当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从高碳排放企业向低碳排放企业转移时，碳排

放总量下降，反之碳排放总量将上升。本部分我们以 Acemoglu 等[16]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分析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碳排放模式选

择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特征的异质性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2.1 模型假设和推导 

假设存在高碳排放和低碳排放两类生产性企业，高碳排放企业不进行任何减排投入，单位产品碳排放量高；低碳排放企业将

生产要素的一部分用于碳减排，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较低。两类企业的生产函数均为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高碳排放企业生产

函数为 ，其中，A代表生产技术，Kd和 Ld分别表示高碳排放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α和 1-α表示 K和 L的产

出弹性。假设高碳排放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为Ωd，则总碳排放量为ΩdYd。低碳排放企业将生产要素的一部分用于碳减排，减

排投入比例为 1-θ，θ∈(0,1)，θ 表示企业将生产要素投入到最终产品生产中的比例，其中，θ 不为零的考虑源于通常情况

下企业不会采取将全部最终产品投入减排的行动决策，θ 小于 1 表示低碳排放企业减排投入不为零。因此，低碳排放企业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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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函数为 Yc=A(θKc)α(θLc)
(1-α)=θYc，其中 Kc和 Lc分别表示低碳排放企业总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假设低碳排放企业在

进行减排投入前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为Ωc(Ωc≤Ωd)，Ωc与企业减排技术水平负相关，Ωc=Ωd时表示低碳排放企业在减排前没有

比高碳排放企业更先进的减排技术。 

我们借鉴 Brock & Taylor[28]的方法，推导低碳排放企业的生产排放总量。假设减排投入增加不改变企业当前的减排技术水

平，即单位排放不变；减排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报酬递减(沿用 Brock & Taylor[28]中对污染物排放和减排投入效果的假

设)。同时定义，若企业减排前单位碳排放为Ω，当企业投入 YA单位的最终产品进行减排时总的污染物排放将减少ΩA个单位。

那么，通过减排后，企业的最终碳排放 E可表示为： 

 

式(1)和式(2)的计算源于当减排技术不变时减排投入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式(3)和式(4)中，α(·)表示在减排技术不变时

企业减排投入的效果。基于减排有效性和减排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假设， 。鉴于α(·)的上述特

征，我们令 ，则低碳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为 。 

我们以碳排放税大小表示政府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假设政府对每单位产品征收τ单位的碳排放税，高碳排放企业最终产

品(以下简称“肮脏”产品)的价格为 Pd，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分别为 rd和ωd，则高碳排放企业的利润为： 

 

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对式(5)计算 Kd和Ld的偏导数得： 

 

同理，低碳排放企业的利润为： 

 

式中：Pc为低碳排放企业最终产品(以下简称“绿色”产品)的价格，rc和 ωc分别是低碳排放企业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根据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对式(8)计算 Kd和Ld的偏导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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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式(6)、式(7)、式(9)、式(10)计算两类企业资本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之比为： 

 

假设资本劳动比在两类企业相等，即 Kc/Lc=Kd/Ld，则由式(11)、式(12)我们有： 

 

当 rc/rd=ωc/ωd>1时，生产要素从高碳排放企业向低碳排放企业流动，由 得： 

 

2.2 模型推论 

式(14)表明，当政府征收的碳排放税额超过一定水平时，生产要素从高碳排放企业向低碳排放企业转移，生产型企业的总体

生产模式由高碳排放转向低碳排放。下面我们对式(14)进行讨论并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 1：当“绿色”产品的相对价格高于一定值时，在非负碳排放税下，企业会自主选择低碳排放生产模式。由 Ωc≤Ωd、

γ>1、θ∈(0,1)，得Ωd-Ωcθ
γ>0，则当Pd<Pcθ时，非负碳排放税使式(14)恒成立。这种情形表示当“绿色”产品相对于“肮

脏”产品的价格高于一定值时(即 Pc/Pd>1/θ时)，在逐利目的下，企业即使面临零排放税条件亦会转向低碳排放生产模式。我们

考虑上述情形存在的两种现实情况：一是消费者收入水平和环境偏好均较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相对较高，并愿意为

“绿色”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二是政府对低碳排放生产的高价“绿色”产品进行补贴，即政府对企业生产排放的外部性解决

方案从征税转移到补贴。 

推论 2：当“绿色”产品的相对价格低于一定值时，要使企业转向低碳排放生产模式，政府收取的碳排放税须高于一定数额。

该数额的最低值与“肮脏”产品价格、低碳排放企业碳排放强度和减排投入比例成正比，与“绿色”产品价格、高碳排放企业碳

排放强度成反比。 

当 Pd-Pcθ≥0时，即 Pc/Pd≤1/θ时，式(14)表示存在 ，当τ>τmin时，生产要素从高碳排放企业流入低碳排放

企业，企业的总体生产模式从高碳排放转向低碳排放。如前文所述，当消费者环境意识缺乏，对“绿色”产品支付意愿不足，同

时无可得政府补贴时，企业难以自主形成低碳排放模式行为，碳排放税是生产要素流向低碳排放企业的外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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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 τmin 分别计算 Pd、Pc、Ωd、Ωc 和 θ 的偏导数，可得该最低碳税值与上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由

得，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转向低碳生产模式所需最低碳税值随着“肮脏”产品的价格上升而

增加，随着“绿色”产品价格的上升而减小。当Pc/Pd≤1/θ时，碳排放税是企业形成低碳模式生产动机的必要外在激励。消费

者环境意识越缺乏，对“肮脏”产品的支付意愿越高，该激励所需的最低碳税门槛越高；反之，随着环境意识的提升，消费者对

“绿色”产品的消费偏好越高，从而“绿色”产品价格越高，企业进行低碳生产所需的最低碳税值越低。 

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碳排放模式时单位碳排放Ωd越低，或低碳排放模式

时单位碳排放Ωc越高，企业形成低碳排放模式生产动机所需的最低碳税值越高。与企业低碳技术直接相关的碳排放强度影响企

业是否进行低碳模式生产的决策。高碳排放模式下碳排放强度Ωd越低，与低碳排放模式碳排放强度差距越小，政府需实施更高

的碳排放税，才能从成本角度补偿低碳排放企业的减排措施，从而使高碳排放企业从成本遵循角度转向低碳排放模式。反之，若

低碳排放模式下碳排放强度 Ωc越低，与高碳排放模式下碳排放强度 Ωd差距越大，低碳排放企业的减排措施使碳排放强度降低

幅度越大，从而激励企业采取减排措施转向低碳排放模式的最低碳税值越小。 

 

令 ，则 。当 θ<Pd/Pc 时，ψ'(θ)>0；当

θ=Pd/Pc时，ψ'(θ)=0 同时ψ(θ)<0。因此，当θ<Pd/Pc时，ψ(θ)<0，从而∂τmin/∂θ<0。这意味着，当低碳排放企业的减排

投入比例 1-θ增加(θ减小)时，τmin变大，即激励企业转向低碳排放模式的最低碳排放税须提高。减排投入比例增加使低碳排

放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碳排放税须位于更高水平才能补偿其成本支出增量，使高碳排放企业资源流向低碳排放企业变得有利可

图，从而企业从高排模式转向低碳排放模式。 

综上，我们对理论模型部分小结如下：当“绿色”产品相对价格较高时，生产要素会从高碳排放企业自主流向低碳排放企

业，生产性企业在零排放税情况下即可实现低碳排放转型；当“绿色”产品相对价格较低时，存在一个碳排放税临界值，当实际

碳排放税高于该临界值时，生产性企业由高碳排放模式转向低碳排放模式，该碳排放税临界值的大小与高碳排放和低碳排放模

式下的碳排放强度、低碳排放企业的减排投入比例、“绿色”产品和“肮脏”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关。 

3 实证分析 

我们选取中国 2000—2017 年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由于数据缺失，截面样本中不包括西藏自治区、重庆市以及

港澳台地区)，考察环境规制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同时分析各地减排技术水平、减排投入比例和“绿色”产品相对价格等特

征的异质性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数据来源包括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为剔除物价

因素，本文中涉及价格指数的指标均以 2000 年的价格水平为基期进行平减。 

3.1 模型和变量说明 

3.1.1 模型说明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我们的实证研究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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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和 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度，ERit表示环境规制，Pit、RDit、PATENTit、PATENTit-1分别代表污染物价格水平、企业减排

投入比、当前减排技术水平和往期减排技术水平。考虑到绿色产品相对价格数据难以获取，我们将其以消费者购买能力和环境偏

好相关的人均收入水平 AGDPit代替，同时在模型中加入AGDPit的平方项以考察人均收入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可能产生的非线性影

响。GDPSit、INDUSit、FDIit分别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单位面积 GDP、第二产业占比、外商直接投资占比。用β5φit度量环境规制对

二氧化碳排放的总影响系数，其中β5φ0表示不存在其他异质性因素时，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β5φ1、β5φ2、β5φ3、

β5φ4分别表示人均收入水平、企业减排投入比、当前减排技术和往期减排技术等异质性因素存在时，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

的影响系数。 

3.1.2 变量说明 

(1)二氧化碳排放量。 

参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方法，我们以化石能源燃烧和水泥生产过程[水泥主要由石灰石高温煅烧而

形成，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CaCO3)，碳酸钙在燃烧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我国是水泥生产大国，因此这里将制造水泥时

排放的二氧化碳计算在内。另外，为避免重复计算，这里我们只计算化学反应时形成的二氧化碳，没有计算生产水泥过程中燃烧

化石燃料而形成的二氧化碳]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之和来界定各地区的排放量。其中，化石能源燃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公

式为： 

 

式中：i 表示化石能源种类，包括煤炭、焦炭、汽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共计 7 种；Ei表示第 i 种化石能源的消耗量；

CFi表示发热值；CCi表示碳含量；COFi 表示氧化因子；3.67 是二氧化碳和碳两个化学物质的分子量比值。其中，CFi×CCi×COFi

的乘积表示第 i 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我们参考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006)》中的相关数据，对以上化石能源的

碳排放系数分别取值为：煤炭 0.7599、焦炭 0.8550、汽油 0.5538、柴油 0.5921、燃料油 0.6185和天然气 0.4483。 

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计算公式为：CO2cement=Qcement×EF。其中 Q表示水泥的生产量，EF表示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

放系数，参考杜立民[29]的研究，该系数取值为 0.527，单位为吨 CO2/吨水泥产量。 

(2)环境规制。 

我们借鉴沈能和刘凤朝[30]的方法，从规制实施成本角度设计环境规制强度变量 ERit，ERit=Rit⁄Sit，其中，Rit表示第 i省第 t年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额占相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Sit表示第 i省第 t年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ERit的值越大，表示环境规制的

强度越大。从成本角度测度环境规制的常规做法是计算污染治理完成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以 Rit表示环境规制强度)，考虑

到各地工业产业结构的异质性，沈能和刘凤朝
[30]
的方法是对上述常规做法进行修正。另外，鉴于二氧化碳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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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同源，我们在计量过程中将同时考察工业污染治理完成额和工业废气治理(工业废气治理内容包括工业粉尘去除、工业烟尘去

除和工业二氧化碳去除)完成额这两个指标对应的 ERit，对应变量分别以 ER＿Pit和 ER＿Git表示。 

(3)其他变量。 

企业减排投入比 RDit以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RD＿Mit测度，同时以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新产品销售收

入比 RD＿Nit作为参考替代变量；企业减排技术水平PATENTit以各地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PATENT＿Git表示，同时以各地发明专利申

请数量 PATENT＿Ait作为参考替代变量；经济规模以单位面积内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Sit表示；产业结构 INDUSit以第二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表示；FDI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3.2 实证研究结果 

基于统计显著性我们对替代变量进行取舍，最终采用模型 I 的固定效应回归作为最终拟合结果。模型 I 中，以工业废气治

理完成额对应的 ER＿Git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以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RD＿Mit度量企业减排投入比，以发明专利的

获批数量 PATENT＿Git度量企业减排技术水平。模型选择过程中代表性结果如表 2所示。 

3.2.1 宏观经济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 

经济规模、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增加与二氧化碳排放正相关；人均GDP 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每平方千米面积内 GDP 每增加 1

亿元，二氧化碳排放将增加约 0.65 万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 1%，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约 186.94 万吨；人均 GDP 的一次项

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与环境规制ER的交互项系数为正的特征在后文讨论)，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氧化碳排

放量呈现出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 EKC特征。模型显示，该倒“U”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等于 57500 元附近。2000—

2017 年，29 个省份的样本数据中，人均 GDP 的均值约为 23204 元，最小值仅为 2662 元，2017 年仅有上海(121141 元)、天津

(93010元)、江苏(68460元)、北京(67689元)、福建(62986元)、浙江(62047 元)、广东(57915 元)(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并以 2000 年价格水平为基期进行平减)等地的人均收入超过上述拐点值，70%以上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拐点值。这说

明，在过去的近 20年内，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仍处于 EKC曲线拐点左侧，人均收入水平的提

高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表 1变量经济含义和统计性描述 

变量类型 符号 经济含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CO2 二氧化碳排放量 万吨 12744.61 9909.08 167.94 46879.22 

解释变量 

GDPS 单位土地面积内 GDP 产值 亿元/km2 1611.52 4166.38 3.66 35964.95 

AGDP 人均 GDP 元 23204.10 18632.49 2662.00 121141.30 

INDUS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45.38 7.99 19.01 59.05 

ER＿G 
(工业废气治理完成额/工业 

产值)/(工业产值/GDP) 
% 0.57 0.56 0.013 43.6 

ER＿P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额/工业 

产值)/(工业产值/GDP) 
% 0.46 0.37 0.036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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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M 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 0.71 0.29 0.05 1.96 

RD＿N 企业研发投入占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 8.18 8.56 0.36 108.02 

PATENT＿G 发明专利获批数量 个 3192.79 6637.59 6.00 46091.00 

PATENT＿A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个 13142.50 26318.48 36.00 187005.00 

FDI 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 % 2.34 1.92 0.04 10.51 

 

3.2.2 环境规制、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区域异质性与二氧化碳排放 

表 2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GDPS 0.6496*** 0.4365*** 0.5449*** 0.3331* 0.6265*** 0.3534** 0.6599*** 0.4383*** 

AGDP 0.6932*** 0.6616*** 0.6722*** 0.6408*** 0.6813*** 0.6416** 0.6768*** 0.6421*** 

AGDP2 -6.03E-06*** -5.49E-06*** -5.93E-06*** -5.41E-06*** -5.98E-06*** -5.30E-06*** -6.01E-06*** -5.44E-06*** 

INDUS 186.9360*** 209.1162*** 181.5526*** 203.1711*** 200.5352*** 230.0342*** 204.1522*** 227.9097*** 

ER＿G -2752.849*** -2662.941***   -1028.915* -1119.102** -2129.736*** -1997.799*** 

ER＿P   -1051.827
**
 -1071.452

**
     

RD＿M -2506.306*** -2437.644*** -1213.507 -1196.584   -2157.463** -2038.759** 

RD＿N     -28.8173 -32.4844   

PATENT 

＿A 
      0.0246 0.0384 

PATENT 

＿G 
0.3079* 0.3221* 0.4147** 0.4180** 0.2573 0.2806   

PATENT 

＿A(-1) 
      0.0238 0.0091 

PATENT＿ 

G(-1) 
-0.1862 -0.1942 -0.3137 -0.3074 -0.1610 -0.1755   

ER＿G· 

AGDP 
0.0628*** 0.0666***   0.0795*** 0.0830*** 0.0552*** 0.0587*** 

ER＿P·   0.0640
***
 0.06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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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DP 

ER＿G· 

RD＿M 
3395.266*** 3129.015***     2609.626** 2273.945* 

ER＿G· 

RD＿N 
    -13.4489 -9.6094   

ER＿P· 

RD＿M 
  327.9318 257.0819     

ER＿G· 

PATENT＿A 
      -0.0343 -0.0559 

ER＿G· 

PATENT＿G 
-0.6834* -0.6879*   -0.5675 -0.5866   

ER＿P· 

PATENT＿G 
  -0.5974** -0.5817**     

ER＿G·PA 

TENT＿A(-1) 
      -0.0184 0.0123 

ER＿G·PA 

TENT＿G(-1) 
0.5090 0.5236   0.4282 0.4593   

ER＿P·PA 

TENT＿G(-1) 
  0.5151 0.5008     

FDI 2.4334 -76.1776 -4.1072 -87.8076 -42.3505 -150.6471 -2.5779 -87.2720 

C -6360.364*** -6650.697*** -6389.904*** -6589.325*** -7941.647*** -8277.752*** -7163.507*** -7498.430*** 

ER 弹性 -0.0473%*** -0.0483%*** -0.0448% -0.0432% -0.0492% -0.0509% 0.0249% 0.0111% 

AGDP 弹性 1.07%*** 1.04%*** 1.03%*** 0.99%*** 1.07%*** 1.03%*** 1.04%*** 1.00%*** 

RD 弹性 -0.0324%*** -0.0370%*** -0.0594% -0.0601% -0.0023% -0.0243% -0.0378%*** -0.0418%* 

PATENT弹性 -0.0200%*** -0.0171%*** -0.0350%** -0.0377%** -0.0162% -0.0131% 0.0052% 0.0069% 

R2 0.9248 0.7091 0.9256 0.7116 0.9242 0.7010 0.9248 0.7095 

调整后的 R2 0.9179 0.7012 0.9188 0.7038 0.9173 0.6929 0.9180 0.7016 

F 检验 135.1949*** 89.8368*** 136.8912*** 90.9514*** 134.1567*** 86.3918*** 135.3780 89.9963 

Huasman 检验  29.8671***  32.0072***  44.4796***  30.4507***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 5%、10%、15%的统计性显著检验。限于篇幅，表格中未列出标准误，如有需

要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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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总影响弹性为负(各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弹性根据均值法计算得出)，即总体上看，环境

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约束作用是存在的；类似地，以研发比例度量的企业减排投入比，和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衡量的企业当期

技术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弹性均为负，表明总体上看，研发投入增加和企业技术发明均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从弹性

的具体数值上来看，环境规制度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企业发明专利获批数量每增加 1%，分别使二氧化碳

排放量减少 0.04%、0.03%和 0.02%。环境规制、企业减排投入和当前减排技术水平都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是影响

程度均较小。企业往期技术水平的影响系数不显著(限于篇幅，文中仅显示滞后一期的企业减排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我

们以滞后二期和三期的减排技术亦进行了替代分析，系数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人均收入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在人均收入更高的地区，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减弱。由前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

已知，人均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 EKC 特征，但当前 70%以上地区的人均收入低于拐点水平，即与人均收入增

加相伴产生的环境意识和相应的需求行为变化还未达到拐点门槛[30]，从而在相对较高的“肮脏”产品需求水平下，需更严格的

环境规制方能使企业产生减排动机。因此，一方面，人均收入增加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者环境意识，另一方面，缺乏环境意识的

收入增加形成更高的污染品需求，同时由于缺乏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逐渐减

弱。 

图 1分别显示在不同的人均收入、研发投入比和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特征(人均收入、研发投入比和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特征均

以各地区历年均值显示)下，各地区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弹性。图 1显示，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大多处于 0～40000 元

区间，位于 EKC 曲线拐点左侧；人均收入在20000～40000元间地区的环境规制弹性，明显高于人均收入在0～20000 元的地区，

即在 EKC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存在减弱趋势。 

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投入比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通过 5%统计显著性检验。鉴于环境规制变量的负系数，环境规制与研发

投入比交互项的正系数意味着，随着研发投入比的提高，环境规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被弱化。图 1中，在研发投入比更高

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负的影响弹性亦逐渐减弱。随着减排投入比例的提高，需要有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才能使企业在

逐利动机下选择低碳排放生产模式，从而使碳排放总量下降。以研发投入比代表减排投入比例的数据结果表示，研发投入比较高

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供给相对不足，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在研发投入比较高的地区更弱。 

环境规制与企业发明技术专利获批数量的交互系数为负，即随着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的增加，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约

束作用增强。在当前减排技术水平较低(碳排放强度较高)时，需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才能使企业的低碳生产有利可图，从而形成减

排意愿。从图 1可以看出，在专利授权数量较低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的影响弹性在零值上下波动；在专利授权数量相对

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弹性全部为负。这说明，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未能使企业形成低

碳排放模式生产意愿，从而未产生明显的环境规制减排效果；当专利授权数量代表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时，企业生产模式由高碳

排放转向低碳排放，从而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开始显现。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微观企业碳排放模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响应，以及减排技术、减排投入和绿色产品相对价格等

异质性因素对该响应的影响机制，并以 2000—2017 年中国 29个省份的数据对上述关系进行实证建议。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1)企业的碳减排意愿受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碳减排意愿越强烈。实证

结果显示，中国近 20年来的环境规制水平起到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但作用效果较弱。环境规制作为解决企业生产碳排

放外部性的主要措施，规制强度的相对大小直接影响措施实施效果。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相对较弱的环境规制不足以使企业产

生低碳排放生产动机。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同时保证规制政策有效落实，能促使更多的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形成减排意愿，转向清

洁生产。在环境规制具体工具的运用上，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税收等市场性措施更能对企业的减排行为和相应的技术创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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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有利于环境规制效果的体现。 

 

图 1人均收入、研发投入比和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与环境规制—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弹性 

(2)企业碳减排技术水平越低、减排投入比例越高，或绿色消费需求不足时，企业产生碳减排动机所需的环境规制强度门槛

越高。实证结果显示，在碳减排技术较低的地区，环境规制不能产生减排效果；减排投入更高的区域，环境规制影响二氧化碳排

放的弹性相对较弱；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拐点之前，“绿色”产品需求和价格相对较低，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弹性较

弱。因此，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应根据地方减排技术和投入以及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消费需求的异质性而形成相应变化。在减

排技术水平较低、减排投入比例相对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应适当提高；在收入水平较高，但消费者环境意识薄弱，缺乏

“绿色”消费需求的地区，也应采取强度更高的环境规制。同时，提高清洁生产技术研发补贴，奖励绿色创新技术发明，加强低

碳技术交流合作，以技术提升带动减排投入的减排绩效，是从绿色生产角度提升环境规制减排效果的有效途径；在收入水平逐步

提高的背景下，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环境意识，引导其绿色消费，将对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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